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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江源地区是“亚洲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复杂的大气环流可能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输入提供动

力。在采集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的基础上，获得该地区有机氯类污染物（OCPs，POPs 的一类）的污染水平并进行来源解

析，以期对 POPs 的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中滴滴涕（DDTs）的含量分别为低于检

出限 (BDL)－2.32×104 pg·g−1（平均 3 003 pg·g−1）和 BDL－2.44×104 pg·g−1（平均 3 539 pg·g−1），高于全球其他高海拔草地

地区；而土壤和牧草中六氯苯（HCB）、六六六（HCHs）和多氯联苯（PCBs）的含量则与全球背景水平相当。2）三江源地

区的 OCPs 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反向气团轨迹显示高含量的 OCPs 主要来自于三江源以东的地区。此外，人

口密集的城镇地区具有相对高的 OCPs 含量，表明当地的零星地区可能存在 OCPs 使用/排放史。3）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

中的 OCPs 含量与年降水量显著正相关（P 值分别小于 0.05 和 0.1），而土壤 DDTs 与热力学温度的倒数（1/T）线性关系的

斜率可达−9×107。降水冲刷和地气交换很可能是大气中 OCPs 向三江源地区地表介质输入的关键过程。4）三江源地区有机

氯污染物在土壤-牧草间的平均生物浓缩系数为 11，表明有机氯污染物在牧草中发生了富集。基于定性评价的效应区间低/中
值法和危害商法的生态风险评估显示，三江源地区 OCPs 对生态系统的总体风险较小，但后续研究中仍需关注该地区东部城

镇的 DDTs 生态风险。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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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其平均海拔超

过 4 500 m。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三

江源地区为东亚和东南亚近 20 亿人口提供水源（贺

福全等，2020）。同时，三江源地区还是重要的生

物多样性热点区和高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涵养

着包括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野牦牛（Bos 
mutus）在内的多种国家级重点保护动植物（刘敏超

等，2005）。鉴于其在水资源和生态保护方面的重

要价值，三江源地区被认为是我国主要的生态屏障

地区之一，并因此于 2021 年获批组建了三江源国 

家公园（国家首批试点的国家公园之一）。 
环境污染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评

估污染物的风险并控制污染物在环境中的残留和

迁移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任务。青藏高原是中国

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

源地区又因其极高的海拔而几乎是“无人区”，故

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极其有限。但是，长距离大

气传输已被公认成为青藏高原地区环境污染物的

主要来源（Wang et al.，2010）。南亚、中亚和我国

低海拔地区（如四川盆地）排放的大气颗粒物、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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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和有机化合物都可以在大气环流和地形的

推动下抬升到高层大气，翻越高原边缘喜马拉雅

山、横断山等分界线而进入青藏高原（Wang et al.，
2016a；Kang et al.，2019），并进一步影响高原的

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 
持 久 性 有 机 污 染 物 （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是青藏高原最受关注的污染物之

一（Wang et al.，2016a）。这类污染物具有环境持

久性、半挥发性、生物富集性和长期毒性，能够在

极地和高山等寒冷地区的生态系统中富集和放大

（Braune et al.，2005；Becker et al.，2012；Wang et 
al.，2016a）。在 POPs 当中，有机氯类污染物

（organochlorine pollutants，OCPs）曾在青藏高原周

边地区大量使用，每年仅从南亚经大气输入到青藏

高原南部的 OCPs 就可达 50 t（Gong et al.，2019）。

此外，有零星的文献记载，青藏高原也曾有包括滴

滴涕（DDTs）等 OCPs 的短暂使用史（张伟玲等，

2003）。 
目前的观测发现，从高原边缘到高原腹地，环

境中 POPs 的浓度呈现递减的趋势。在青藏高原腹

地的纳木措，OCPs 单体化合物的大气质量浓度甚

至低于 5 pg·m−3（Ren et al.，2017a）。但是，在三

江源东缘的玉树和北缘的格尔木，多种 OCPs 的大

气浓度均高于青藏高原平均值（龚平等，2013）。

Wang et al.（2016b）依据 OCPs 的分子组成将青藏

高原划分为季风区、西风区和西风-季风过渡区。三

江源地区位于西风-季风过渡区，其可能交替接收

来印度季风和西风带来的污染物；同时，东亚季风

亦可到达三江源地区的东缘（Pan et al.，2014）。复

杂的大气环流可能为三江源地区带来许多不同来

源的污染物，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带来潜在风

险。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三江源地区 OCPs 的系

统研究。三江源地区 OCPs 类污染物含量水平如

何？其输入来源是什么？会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

生态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科学问题都亟

待解答。 
鉴于此，本研究开展了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

OCPs 分布状况调查，在明确 OCPs 污染水平和空

间分布的基础上，解析了三江源地区 OCPs 的来源，

探讨了影响 OCPs 分布的因素，并对三江源地区

OCPs 的潜在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估。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 

将三江源地区划分为若干个 50 km×50 km 的网

格，每个网格内设置至少 1 个采样点。采样时间为

2018 年 5 月，共采集表层土壤（0－5 cm）样品 39
个、土壤剖面 3 个和牧草样品 28 个（采样点见图

1）。其中，牧草样品选择了当地优势种莎草科的嵩

草属（Kobresia sp.）。表层土壤和牧草样品采集遵循

十字五点采样法，即在 10 m×10 m 采样区域的中心

和四角各设置 1 个采样点，将 5 个点的样品混合均

 
底图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DOI 号：10.12078/2018062201）；三江源边界来自于国家基础地理

信息中心（审图号：GS (2016) 2556 号）；三江源国家公园界线来自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整体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1801/W020190905497947574114.pdf） 

图 1  主要采样点空间分布图 

Figure 1  Geographic location of sampling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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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后采用四分法获得综合样品。牧草样品只采集地

上组织（即茎和叶），采集时去除紧贴地面和沾有土

壤的部分。为避免污染，采集样品时均佩戴一次性手

套；所有样品都用铝箔纸包裹，置于自封袋中。样品

分析前，所有样品均储存在−18 ℃的冰箱中。 
1.2  材料与试剂 

本研究所用的试剂二氯甲烷和正己烷均为色

谱纯（HPLC 级，J. T. Baker）。用于样品除杂的硅

胶（Silica gel grade，0.180－0.250 mm）、中性氧化

铝（柱层析用，0.075－0.150 mm）、无水硫酸钠（分

析纯）和生物凝胶树脂（Biobeads SX-3，0.037 4－
0.075 0 mm）分别产自 Supelco 公司、北京恒业中远

化工有限公司、天津市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和

Bio-Rad 公司。用于酸化的 98%硫酸（分析纯）由

北京化工厂生产。目标化合物和标志物的标准品均

购自德国 Dr. Ehrenstorfer 公司。 
1.3  样品前处理 

样品前处理和测试工作均在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环境变化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进行。

土壤和植被样品的有机氯污染物前处理流程在多

篇文献中均有报道（Ren et al.，2017b；Gong et al.，
2019；Ren et al.，2019；Gong et al.，2023）。简述

之，称取 10 g 土壤或牧草样品与无水硫酸钠混合，

加入回收率标志物 PCB-30 和 Mirex，使用 180 mL
二氯甲烷索氏抽提 16 h。抽提所得溶液经溶剂置换

和浓缩后在硅胶/氧化铝柱（顺序自下而上为硅胶 9 
g、中性氧化铝 10 g、无水硫酸钠 2 g）上进行净化，

淋洗液为体积比 1꞉1 的二氯甲烷-正己烷混合液。向

浓缩定容后的淋洗溶液中加入硫酸反复进行酸解，

至溶液透明。最后，使用凝胶色谱柱（GPC 柱）去

除样品中的大分子物质，加入内标 PCB-209 和

PCNB，定容到 100 µL。 
另取 2 g 土壤或牧草样品，在 90 ℃烘箱中烘

至质量不变，使用称量法测定土壤和牧草的含水

率。使用 TOC 分析仪（岛津 5000-A）对土壤的总

有机碳含量（TOC）进行了分析。 
1.4  仪器分析 

定性及定量检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 司 的 Finnigan Trace 
GC/PolarisQ）所使用的色谱柱为 50 m×250 µm 的

CP-Sil 8 CB 柱（安捷伦公司）；所用载气为氦气，

流量 1 mL·min−1；采用不分流的方式进样。进样口

温度设置为 290 ℃，传输线温度为 300 ℃。升温程

序如下：100 ℃保持 2 min，然后以 20 ℃·min−1 的

速度升温至 140 ℃，以 4 ℃·min−1的速度从 140 ℃
升温至 200 ℃后保持 10 min，再以 4 ℃·min−1 的

速度升温至 300 ℃后保持 2 min，最后以 10 ℃

·min−1 的速度升温至 310 ℃，并保持 5 min。质谱

采用 70 eV 的电子轰击模式。质量检测器为 Trace-
PolarisQ 型离子阱，使用串联的 MS-MS 模式提高

检测灵敏度。 
本研究的目标化合物为：六氯苯（HCB）、六

六六类化合物（HCHs，包括 α-HCH、β-HCH 和 γ-
HCH）、滴滴涕类化合物（DDTs，含 o, p′-DDE、
p, p′-DDE、o, p′-DDD、p, p′-DDD、o, p′-DDT 和 p, 
p′-DDT）和多氯联苯类化合物（PCBs，含 PCB-28、
PCB-52、PCB-101、PCB-138 和 PCB-153）。在下

面的讨论中，六六六类、滴滴涕类和多氯联苯类化

合物的总质量分别用 ΣHCHs、ΣDDTs 和 ΣPCBs 表
示。目标污染物的理化性质见表 1。 

1.5  质量控制 

实验室前处理过程在严格的质量保证和控制

措施下进行。样品在提取前都加入了回收率标志

物。土壤和牧草样品均为每 6 个样品设置 1 个实验

室空白样品（只用无水硫酸钠进行实验）。空白的

前处理流程与样品完全一致。方法检出限为实验室

空白样品中所检出的目标化合物含量+3 倍标准偏

差。以 10 g 样品进行计算，PCBs 的检出限为 0.04
－0.1 pg·g−1，其他化合物的检出限为 1.5－2.9 
pg·g−1。土壤样品的回收率为 31%－84%（PCB-30）
和 55%－98%（Mirex）；牧草样品的回收率为 48%
－77%（PCB-30）和 38%－72%（Mirex）。 
1.6  气象数据和反向气团轨迹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气象数据来自于国家地球系

统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geodata.cn）。气温数

据 DOI 号为 10.12041/geodata.164304785536614. 
ver1.db，降水数据的 DOI 号为 10.12041/geodata. 
192891852410344.ver1.db。数据精度为 1 km×1 km。 

使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提 
供的 HYSLPIT4 模型计算了研究区东、中、西部季

风期（6－9 月）和非季风期（11 月至次年 3 月）的

表 1  目标污染物的主要理化参数 

Table 1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target OCPs 
in this study 

化合物 
亨利系数 

(Pa·m3·mol−1, 
298 K) 

蒸汽压/ 
Pa 

水中溶 
解度 

(g·m−3,  
298 K) 

辛醇-空气

分配系数

(logKoa,  
298 K) 

辛醇-水分

分配系数

(logKow,  
298 K) 

α-HCH 0.55 3×10−3 1.51 7.46 3.81 
β-HCH 0.036 4×10−5 0.102 8.64 3.8 
γ-HCH 0.24 7.1×10−3 7.27 7.75 3.78 

p, p′-DDE 4.2 3.4×10−3 0.251 9.7 5.95 
o, p′DDT 5.6 3.1×10−3 8.51×10−2 9.45 − 
p, p′-DDT 1.1 4.8×10−4 0.149 9.73 6.16 

HCB 65 9.4×10−2 4×10−5 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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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气团轨迹。气团轨迹起始点的离地高度分别为

500、1 000、1 500 m，追溯时间为 72 h。不同高度

的气团轨迹具有较为一致的趋势，故仅对离地高度

500 m 气团的轨迹方向进行了聚类分析。 
1.7  生态风险评估 

本文采用定性评价的效应区间低 /中值法

（ Effects Range-Low and Effects Range-Median ，

ERL/ERM）和危害商法（Hazard Quotient，HQ）对

三江源地区的 OCPs 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估。 
ERL/ERM 法由 Long et al.（1995）首先提出。

其根据实验室的毒理实验结果设定污染物低风险

和中风险的毒性效应标准值（ERL 和 ERM），通过

比较实测含量与标准值的大小判断污染物在环境

中的风险。 
危害商法在水生生态系统安全评价中使用较

多（Micheletti et al.，2007）。本研究将该方法用于

土壤生态系统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hq
nec

= i

i

wI
w

 （1） 

式中： 
Ihq——污染物的危害商； 
wi ——i 个采样点污染物的实测质量分数

（ng·g−1）； 
winec——污染物的无效应质量分数（ng·g−1）； 
污染物的无效应含量计算公式为： 

                winec=waqc×B （2） 
waqc——污染物的环境质量标准（ng·g−1）； 

B——污染物的生物浓缩系数，即牧草和土壤

中污染物含量的比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和牧草中 OCPs 的污染水平 

土壤和牧草中污染物均采用干质量含量如表 2
所示。表层土壤和牧草中 ΣDDTs 的含量为低于检

出限(BDL)－2.32×104 pg·g−1（平均 3×103 pg·g−1）和

BDL－2.442×104 pg·g−1（平均 3.54×103 pg·g−1），比

全球主要高海拔草地地区高 1－2 个数量级（表 2）。
但是，在三江源地区周边的纳木措地区和若尔盖草

原，其土壤 ΣDDTs 含量整体与三江源地区含量基

本处于同一水平。此外，三江源牧草中的 DDTs 含
量略高于若尔盖，但比纳木措地区的含量高 1 个数

量级。本研究的样品采集于 5 月，期间所采集到的

样品为前一年的干草；而纳木措和若尔盖的样品均

采集于牧草生长季。干草表面的蜡质依然可以吸收

大气中的 DDTs，故经过一年的积累，三江源地区

牧草中的 DDTs 含量可能相对偏高。 
表层土和牧草中 DDTs 类污染物主要组分为 p, 

p′-DDT，占全部 DDTs 类污染物的 90%以上；降解

产物的含量很低。而在纳木措和若尔盖，p, p′-DDT
仅占 DDTs 总含量的 25%－75%，其他主要组分包

括 p, p′-DDT 的降解产物 p, p′-DDE 和 p, p′-DDT 的

替代产品 o, p′-DDT。三江源地区相对单一的 DDTs
组成表明，该地区可能距离 DDTs 的新鲜排放源更

近，或在该地区 p, p′-DDT 更不易发生降解。 
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中 ΣHCHs 的含量分别 

表 2  本研究及其他高山地区土壤和牧草中 OCPs 的含量 

                    Table 2  Levels of OCPs in soils and grass in this study and other alpine regions                 pg·g−1 

样品

类型 
研究区 海拔/m 采样时间 

w/(pg·g−1) 
参考文献 

DDTs HCHs HCB PCBs 

土壤 
三江源 3 556‒5 296 2018 

3 003±4 981 
(BDL‒2.32×104) 

7.05±21.3 
(BDL‒132) 

88.2±62.8 
(8.79‒307) 

1.89±4.13 
(BDL‒24.6) 

本研究 

纳木措 1 920‒5 226 2013 13‒7.7×103 64‒847 24‒564 64‒847 Wang et al., 2015 

若尔盖草原 1 740‒3 552 2011 290‒5.72×103 430‒1.06×104 230‒2.6×103 220‒2.31×103 Gai et al., 2014 

珠峰地区 4 700‒5 600 2005 385–6.1×103    Wang et al., 2007 

意大利 
阿尔卑斯山 

245‒2 600 2003 
2 200±3 100 

(180–1.1×104) 
510±620 

(<10–1.88×103) 
240±240 

(<20–930) 
1 380±450 

(610–8.9×103) 
Tremolada et al., 

2008 

秘鲁安第斯山 3 710‒4 790 2004 510±510 (20–1.65×103) <10 20±30 (<20–70) 80±140 (<10–440) Tremolada et al., 2008 

牧草 
三江源 3 556‒5 296 2018 

3 539±6 437 
(BDL‒2.44×104) 

42.4±147 
(BDL‒776) 

545±437 
(20.9‒1.6×103) 

41.9±75.3 
(BDL‒356) 

本研究 

纳木措 1 920‒5 226 2013 
233±150 

（BDL‒684） 
114±83 

（10‒409） 
95±50 

(4‒227) 
25±24 

(BDL‒172) 
Wang et al., 

2015 

若尔盖草原 3 200‒3 600 2011 
2 860±1 010 

(1.6×103‒6×103) 
1 380±450 

(820‒2.45×103) 
720±220 

(400‒1.01×103) 
1 180±360 

(710‒2.04×103) 
Pan et al., 

2014 

珠峰地区 4 700‒5 600 2005 1.08×103‒7×103 386‒8.03×103 16‒1.25×103  Wang et al., 2007 

加拿大北部  2015‒2016 5.8‒13.1 57‒218 BDL‒515 277‒680 Cabrerizo et al., 2018 

n=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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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BDL－132 pg·g−1（平均 7.05 pg·g−1）和 BDL－
776 pg·g−1（平均 42.4 pg·g−1）。其不仅普遍低于全

球其他高海拔草原地区（表 2），而且比青藏高原

边缘的若尔盖草原低至少一个数量级（表 2）。这

表明三江源地区的 HCHs 可能主要来自于长距离大

气传输，且其来源区可能位于青藏高原以外的地

区。三江源地区 HCHs 类污染物的主要组分为 β-
HCH，占 HCHs 类污染物的 76%－95%。与表层土

壤相比，牧草中 β-HCH 占比增加，这可能与叶片表

面的叶蜡更容易富集 β-HCH 有关（Wang et al.，
2007）。此外，受光化学反应的影响，还可能由 α-
HCH 和 γ-HCH 可以向 β-HCH 进行转化（Xiao et 
al.，2012）。 

三江源地区表层土和牧草中的 HCB 含量分别

为 8.79－307 pg·g−1（平均 88.2 pg·g−1）和 20.9－
1.62×103 pg·g−1（平均 545 pg·g−1），与全球其他背景

地区相当（表 2）。HCB 具有极强的挥发能力和持

久性，故而在全球范围内分布最均匀（Barber et al.，
2005）。这可能是三江源地区 HCB 含量与其他地区

差距不大的主要原因。此外，牧草中 HCB 含量约为

土壤中的 5 倍，说明牧草比土壤更容易富集 HCB。 
表层土中 ΣPCBs 的含量为 BDL－24.6 pg·g−1

（平均 1.89 pg·g−1），远低于纳木措、若尔盖草原等

地区土壤含量。牧草中的含量为 BDL－356 pg·g−1

（平均 41.9 pg·g−1），远低于若尔盖草原牧草含量，

与纳木措牧草含量相当。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

PCBs 主要由 PCB-101 组成（占 ΣPCBs 的 51%－

77%）。如 Wang et al.（2012）所述，因其具有较强

的挥发性，小分子 PCBs（如 PCB-28、PCB-52）在

青藏高原气土界面基本呈现平衡或挥发的状态，不

易在高原土壤中保存；同时，尽管呈现出自大气向

土壤沉降的趋势，青藏高原大气中大分子 PCBs（如

PCB–180 等）的含量极低，故沉降通量过低。因此，

中分子量的 PCB-101 成为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

中主要的 PCBs 品种。 
综上所述，DDTs 类污染物是三江源地区的主

要 OCPs 污染物，其含量比其他污染物高 1－3 个数

量级。HCB 含量次之，HCHs 和 PCBs 的含量则相

对偏低，处于背景水平。污染物的大气长距离传输

及其地气界面交换很可能是三江源地区土壤和植

被吸收 OCPs 的主要途径；同时，较高的 DDTs 含
量也指示在三江源及周边地区可能存在少量新鲜

的排放源。 
2.2  土壤和牧草中 OCPs 的空间分布特征 

空间分布可以进一步提供污染物来源方向或

类型的信息。三江源地区 OCPs 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2 所示，不论是土壤还是牧草，其高含量的点都出

现在研究区域的东部或中部。其中，DDTs 和 HCB
的高含量均出现在县城附近（如玉树、治多、曲麻

莱、囊谦，图 2）。HCB 是不完全燃烧的副产物，

而三江源属于高海拔缺氧地区，易发生不完全燃

烧。因此，城镇各类生活和生产燃烧均可产生 HCB，
这是 HCB 在三江源地区东部县城附近含量偏高的

主要原因。DDTs 在三江源地区东部县城的含量也

最高，这表明三江源地区可能同样存在 DDTs 的零

星排放源。但与 HCB 略有不同，即便在三江源东

部的非城镇地区，我们均检测到相对较高含量的

DDTs。例如，在人口稀少的澜沧江和黄河源头地

区，土壤和牧草中的 DDTs 均保持在较高含量水平

（图 2a 和图 2e）。这从侧面说明，除本地的零星排

放外，大气传输可能是三江源地区东部 DDTs 的重

要来源。 
相比于 DDTs 和 HCB，三江源地区 HCHs 和

PCBs 的空间分布更均匀。除东部个别采样点含量

略高外，土壤和牧草中 HCHs 和 PCBs 的含量大体

在一个数量级内变化。这表明，HCHs 和 PCBs 可

能几乎不存在本地排放源或临近区域的排放源，三

江源地区是 HCHs 和 PCBs 的区域背景区。 
综上所述，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中的 OCPs

整体呈现了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其分布特征可能

与大气长距离传输及零星的本地排放源有关。 
2.3  三江源地区 OCPs 的来源 

污染物质的分子组成和气团轨迹反演是诊断

偏远地区 OCPs 来源的有效工具。 
如前所述，DDTs 是三江源地区的主要 OCPs 类

污染物，其可能存在本地污染源。从分子组成看，

三江源地区东部的 DDTs 类污染物主要为 p, p′-
DDT，且其含量比降解产物 p, p′-DDE 含量高至少

一个数量级。这表明该区域存在新鲜的 DDTs 输入

源（Qiu et al.，2004；Munoz-Arnanz et al.，2011）。

从历史上看，DDTs 类物质是青藏高原重要的传染

病预防药剂（张伟玲等，2003；Li et al.，2008），

曾在高原牧区、城镇和矿山中进行喷洒。考虑到三

江源地区人类活动较为稀少，且与发达地区之间的

物质和人员交流频率都很低，不排除在当地仍存有

含 DDTs 的农药产品并持续使用的可能性。 
同时，土壤 DDTs 含量与经度显著正相关，而

土壤 DDTs 含量与纬度显著负相关（表 3），即土

壤 DDTs 含量基本呈现从东南方向西北方向递减的

趋势。这表明 DDTs 很可能呈现从东部向西部传输

的特征。反向气团轨迹结果也显示，季风期三江源

地区东部的气团主要来自于本地或四川省区域（约

50%，图 3a），这可能与东亚季风的入侵有关。已

有的研究显示，四川盆地是DDTs的重要源区（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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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08）。而且，在 DDTs 向高海拔传输的过

程中，大气 p, p′-DDT 的含量衰减速率低于其他

DDTs 类污染物的衰减速度（Chen et al.，2008；Gong 
et al.，2014）。这可能也是三江源东部 p, p′-DDT 占

优势的原因之一。与 DDTs 相类似，牧草中 HCHs、
HCB 和 PCBs 含量均与经度呈正相关关系（表 3）。

虽然这些化合物的斜率（16.8－75.6）远低于 DDTs
的斜率（861），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这些污染

物同样来自于东部地区。 
在季风期，三江源地区中部的主要气团（约

50%）亦来自于东部方向（图 3a），即四川省范围

内。但相比于三江源地区东部，中部地区距离四川

省更远，即可能的传输距离更长。这可能是中部地

区 DDTs 含量略低于东部的主要原因。而三江源西

部的气团可能主要受到印度季风的控制，其气团在

进入高原前主要经过了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西北

部（图 3a）。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西北部可以在季

 
图 2  土壤和牧草中 OCPs 的空间分布 

Figure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CPs in soil and grass 

表 3  土壤和牧草中 OCPs 含量与环境因素的相关关系 

Table 3  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OCP concentrations  
in soil/gras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变量组合 参数 DDTs HCHs HCB PCBs 
土壤含量×经度 r2 0.12** 2)    

斜率 861    
土壤含量×纬度 r2 0.11**    

斜率 −2 104    
牧草含量×经度 r2  0.31** 0.12* 0.2** 

斜率  56.5 75.6 16.8 
土壤含量×土壤 TOC r2 0.27**    

斜率 12.1    
土壤含量×1/T r2 0.24**    

斜率 −9×107    
土壤含量×降水量 r2 0.14**    

斜率 7.66    
牧草含量×降水量 r2 0.19* 1) 0.39**   

斜率 12.5 0.472   
土壤含量×海拔 r2 0.07*    

斜率 −3.97    
牧草含量×海拔 r2  0.55**   

斜率  −0.632   
1）*：P<0.1；2）**：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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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驱动下向高原青藏高原西部地区输入高含量

的 OCPs（Gong et al.，2015），但在穿越羌塘高原

到达三江源地区西部（即长江源区）时，大气 OCPs
很可能发生衰减。此外，在非季风期，三江源地区

几乎全部由西风控制，其气团主要来自于巴基斯坦

北部和印度西北部（图 3b）。但三江源地区 OCPs
并未呈现自西向东逐渐递减的规律，这说明，来自

于西部气团不是三江源地区 OCPs 的主要输入途

径。这从侧面映证了大气 OCPs 在穿越羌塘高原时

发生了大量衰减的观点。 
当然，不同于大气含量可以直接反映传输过程，

土壤和牧草中的 OCPs 分布格局的形成还受到地气

交换过程和地表各类因素的影响。因此，还应对土壤

和牧草 OCPs 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2.4  影响土壤和牧草中 OCPs 分布的因素 

气候因素（气温、降水）和土壤有机碳（TOC）
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地表 POPs 分布的重要因素。此

外，考虑到 POPs 类污染物易在高海拔地区富集，

海拔也可能是影响三江源土壤和牧草中 OCPs 分布

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将这些因素与 OCPs 含
量之间进行了单独的线性回归分析。 
2.4.1  土壤和牧草 DDTs 分布的影响因素和输入

过程 

土壤 DDTs 与 TOC、热力学温度的倒数（1/T）
和降水量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P<0.05）。其中，

土壤 DDTs 含量与 TOC 呈现显著相关性，这表明

土壤中的有机质是吸附有机污染物的重要介质。

TOC 与 DDTs 含量都呈现从东到西递减的趋势，这

可能是造成东部 DDTs 含量偏高的原因（Wang et 
al.，2012）。同时，土壤 DDTs 含量与 1/T 显著负

相关。根据克劳修斯-克拉贝隆方程（Wania et al.，
1998），当污染物含量与热力学温度的倒数呈现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且斜率的绝对值较大时，地气交换

是控制污染物环境分布的重要因素。如表 3 所示，

土壤 DDTs 与 1/T 的斜率可达−9×107，其绝对值远

高于青藏高原其他地区斜率的绝对值（Gong et al.，
2010；Sheng et al.，2013）。由此可见，地气交换

（尤其是大气沉降，即气态干沉降）很可能是 DDTs
向三江源地区土壤输入的最关键因素。 

土壤和牧草 DDTs 均与降水量呈现相关关系

（表 3）。相比于牧草，土壤 DDTs 含量与降水量的

相关关系更显著（P<0.05）。牧草相对较弱的相关

关系（P<0.1）可能与降水对叶片吸收的双重效应有

关。一方面，降水可以促进大气 DDTs 的沉降，使

更多的污染物沉降到地表（Tremolada et al.，2008）；
另一方面，叶片表面水分可以阻止 DDTs 向叶片内

部渗透，并可能将叶片表面的污染物冲刷到地表

（Gong et al.，2023）。正负效应的此消彼长可能降

低了牧草 DDTs 含量与降水量的相关性。但 DDTs
与降水量的显著相关关系都表明降水冲刷（即湿沉

降）是大气 DDTs 沉降到地表的重要因素。根据高

山冷捕集理论，高海拔的低温环境可以提高降水对

大气 POPs 的冲刷效率（Chen et al.，2008）。相比

于 HCHs 和 HCB，DDTs 的挥发性和水溶性较弱（表

1），在传输过程中更易被降雪吸附并向地表沉降。

综上，DDTs 与 1/T 和降水的显著相关关系，表明

三江源地区的高海拔可以通过降水冲刷和低温截

留的方式将 DDTs“囚禁”在地表。这是 DDTs 向

三江源地区地表输入的主要过程。 
2.4.2  其他 OCPs 分布的影响因素 

除了 DDTs，其他污染物含量与相关影响因素

的关系均较弱。仅牧草 HCHs 含量与海拔和降水量

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01，表 3）。其中牧草 HCHs
含量和海拔负相关，表明在高海拔的牧草吸收

HCHs 的能力更弱；而牧草 HCHs 与降水量正相关，

说明降水可以促进牧草对 HCHs 的吸收。而对于土

壤 HCHs，所有的指标均无显著相关关系，即便是

土壤 TOC 也并非控制 HCHs 分布的因素。这表明，

其他因素影响了三江源地区的 HCHs 分布。同样，

HCB 和 PCBs 也与环境因素无显著相关关系（表

3），这更说明还有其他因素/过程影响了三江源地

区 OCPs 的分布。 
除了表层土壤和牧草样品，本研究还在三江源 

 
图 3  三江源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反向气团轨迹聚类图 
Figure 3  Clusters of backward air-mass trajectories of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in the TR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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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各采集了一个土壤剖面。从

图 4 可以看出，三江源地区东部和中部的 HCHs、
HCB 和 PCBs 主要富集在土壤表层，但是，深部土

壤中，依然存在个别深度的含量高值（如中部土壤

50－60 cm 中的 HCB，图 4）。同时，三江源地区

西部土壤剖面中的有机污染物分布更为均匀，从表

层到 120 cm 处各类污染物的含量差别不大。通常

情况下，若仅有大气沉降和向深层土壤的淋溶，污

染物含量应呈现从表层向深部土壤递减的分布特

征。而东中部深部偶尔出现的高值和西部相对均匀

的分布特征则说明可能存在其他过程干扰土壤中

OCPs 的分布。例如，地下水位的变化和壤中流可

能改变 OCPs 在土壤中的分布；而三江源地区是中

国冻土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土壤季节性的冻融过程

也会影响污染物的环境行为。由于本研究中仅采集

了 3 个土壤剖面，并未进行重复性实验，其分布结

果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相关工作还有待进一

步深入。 
 
3  生物富集与生态风险 
3.1  OCPs 在牧草中的富集 

生物浓缩系数（Bio-Concentration Factor）值可

用于表征化合物在生物体内积累的强度。本研究生

物浓缩系数是由牧草中 OCPs 含量与土壤中 OCPs
含量的比值计算得出。经过一年对 OCPs 的积累，

牧草样品中 OCPs 含量平均为土壤中 OCPs 含量的

11 倍，且 DDTs、HCHs、HCB 和 PCBs 的生物浓

缩系数最大值分别为 47、95、35 和 56（图 5）。这

表明 OCPs 具有较大的牧草积累潜力。 
自三江源东部到西部，生物浓缩系数呈现缓慢 

下降的状态（图 5）。尽管三江源地区西部具有更

高的海拔，但较低的 OCPs 含量和较缓慢的生物生

长可能限制了其在牧草中的富集。与青藏高原其他

地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中

土壤-牧草的生物浓缩系数整体处于相似的水平，

其生态安全风险应当受到关注。 
3.2  OCPs 的生态风险评估 

陆地生态系统的 OCPs 生态风险评价尚缺乏统

一的标准。故此，本文选用当前较为常用的效应区

间低/中值法（Effects Range-Low and Effects Range-
Median，ERL/ERM）和危害商法（Hazard Quotient，
HQ）对三江源地区的 OCPs 生态风险进行评估。通

过两种评估方法的交叉比较，综合确定污染物的生

态风险。 
ERL/ERM 方法设定了低风险（ERL）和中等风

险（ERM）两个阈值。当污染物含量小于 ERL 时，

风险发生概率小于 10%，对生物毒副作用不显著；

当污染物含量高于 ERM 时，风险发生概率高于

50%，可能对生物产生一定的负面生态效应。在

ERM 与 ERL 之间时，偶尔会产生负面生态效应。

由表 4 可以看出，三江源土壤中 p, p′-DDE 生态风

险均低于 10%，生态风险很低。三江源东部土壤仅

33%采样点 DDTs 的生态风险低于 10%，中部和西

部土壤分别有 77%和 88%的采样点 DDTs 的生态风

险低于 10%。三江源东部土壤的生态风险相比于中

部和西部偏高，城镇附近区域的 OCPs 可能存在一

定的生态风险。 
在危害商法的应用中，污染物的无效应含量

（winec）是评估的关键，其数值通常由毒理实验直接

测得。鉴于三江源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本研究使

 
图 4  土壤剖面中 OCPs 的含量分布 

Figure 4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OCPs i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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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更严苛的环境质量标准值作为 winec值。对于，

在我国《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 (试行)》（GB 15618—2018）中，DDTs 和 HCHs
的污染风险筛选值均为 100 ng·g−1（中国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2018）。但我国的标准未涉及 PCBs，故

本研究使用加拿大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土壤质量

准则（ISBN 1-896997-34-1）中 PCBs 的环境质量标

准（waqc）和生物浓缩因子（B）计算 winec值（Canadian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Environment，1999）。 

在危害商法中，当 Ihq>1 时，可能会发生不良

反应；而且，潜在风险随着 Ihq 的增加而增加。三江

源地区的 Ihq均小于 1（表 4），表明三江源地区的

OCPs 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可忽略。这与

ERL/ERM 法得到的结果相一致。但是，三江源地

区东部和中部 DDTs 的 Ihq 最高可达 0.23，相对于

西部地区更接近风险阈值。三江源东部地区的 OCPs 

应加强管理和污染防范。 
 
4  结论 

1）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中 OCPs 的含量相比

于其他偏远地区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相比于土壤，

三江源地区的牧草更易富集 OCPs。 
2）DDTs 是三江源地区主要的 OCPs，其分子

组成以 p, p′-DDT 为主。这表明该区域可能存在新

鲜的 DDTs 输入源。青藏高原东部和四川省可能是

三江源 OCPs 的主要源区。 
3）三江源地区 OCPs 含量在空间上均呈现东多

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布特征。除大气传输外，降水

的冲刷和气－地交换过程是三江源地区 OCPs 分布

的主要控制因素。此外，沉降后迁移过程亟待进一

步观测。 
4）总体而言，三江源地区 OCPs 对生态系统的 

 
图中纳木措地区的生物浓缩系数来自于（Wang et al.，2015；谢婷等，2014）；青海北部生物浓缩系数来自于（谢婷等，

2014）；若尔盖草原的生物浓缩系数来自于（Pan et al.，2014；Gai et al.，2014） 

图 5  三江源与青藏高原其他地区土壤－牧草的生物浓缩系数值 

Figure 5  The bio-concentration factor values from soil to grass in the TRHR and other regions in the TP 

表 4  三江源地区 OCPs 的生态风险评估 

Table 4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OCPs in the TRHR 

污染物 
标准值/(ng·g−1)  三江源东部  三江源中部  三江源西部 

ERL ERM  I 类* 1) II 类 III 类  I 类 II 类 III 类  I 类 II 类 III 类 
p, p′-DDE 2.2 27  100 0 0  100 0 0  100 0 0 

DDTs 1.58 46.1  33 67 0  77 23 0  88 12 0 
污染物 环境质量标准/(ng·g−1)  Ihq  Ihq  Ihq 
DDTs 100  0.002‒0.23  ND** 2)‒0.13  ND‒0.02 
HCHs 100  ND‒2.7×10−4  ND‒4.2×10−5  1.3×10−5‒1.8×10−4 
PCBs 131‒2.79×104  ND‒2.8×10−6  ND‒6.3×10−6  ND‒5.3×10−5 

1）* I、II 和 III 类分别为土壤含量<ERL、ERL-ERM 和>ERM 的采样点的比例（%）；2）** ND：无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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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风险较小。但三江源地区东部县城附近 DDTs
的生态风险仍需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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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River Headwater Region (TRHR) is a crucial part of the “Asian Water Tower”. Complex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potentially transports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into this area. To evaluate the possible ecological risks of POPs in this region, 
soil and grass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TRHR to assess the levels of organochlorine pollutants (OCPs, a class of POPs) and 
identify their source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concentrations of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DDTs) in the soil and 
grasses within the TRHR ranged from BDL (below detection limits) to 2.32×104 pg·g−1 (average 3 003 pg·g−1) and from BDL to 
2.44×104 pg·g−1 (average 3 539 pg·g−1), which was relatively higher than the levels in most high-altitude grassland regions worldwide. 
In contrast, the concentrations of hexachlorobenzene (HCB), hexachlorocyclohexane (HCHs), and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in the soil and grasses were comparable to global background levels. 2) OCP levels in the TRHR decreased from east to west. Analyzed 
by the backward trajectories of air masses, the DDTs in the eastern TRHR primarily originated from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TP. In 
addition, scattered local usage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high levels of DDTs in the eastern TRHR. 3)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ere observed between OCPs concentrations and precipitation (P<0.1), and the slop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DT concentrations 
in soil and 1/T was quite steep (−9×107).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oth wet deposition and air-soil exchange are key processes of DDT 
input into the surface ground of the TRHR. The low temperature was because the high altitude “trapped” the POPs in the ground of the 
TRHR. 4) The bioconcentration factors of OCPs in the TRHR were up to 95, indicating that bioaccumulation of OCPs occurred in 
grasses. Using the effects range-low and effects range-median (ERL/ERM) methods and the hazard quotient method, the ecological 
risks of OCPs in the TRHR were assessed as low, whereas the relatively high risks in towns in the eastern TRHR should be studied 
further. Thes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forts i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Three-River Headwater National Park. 
Keywords: atmospheric transport; bioaccumulation; ecological risk; Tibetan Plateau; Three-River Headwater National Park 

 


